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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传播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间， 涉及物、 人、 信息等多个层面的互动。从传播学的视角思考当前中国

新媒介技术与城市化转型之间的学理关系， 是在数字化改革背景下做出中国传播学的响应。本文讨论了数字化城市传播的技

术支撑体系， 从“大数据+网格化”治理技术、 场景化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三个层面， 阐释了数字化技术嵌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

体验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明晰了数字化城市传播的理论入口及其传播框架， 即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逻辑， 将“可沟通性”作为数

字城市传播的理论进路， 进一步拓宽了数字化城市传播在解释当前各大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动因、 过程以及方向等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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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urban communications， city is regarded as a relational space， involving interactions across 
multiple levels including objects， people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ing the acade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
rent Chinese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urb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s a response from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reform.  This article dis⁃
cusses the technical support system for digital urban communication， explaining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echnol⁃
ogy embedding into the daily life experiences of urban residents from three levels： “big data + grid-based” 
governance technology， scenario-based technology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echnology.  On this 
basis， it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entry point and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of digital urban communication， 
which centers on digital technology as the core logic and considers “communicability” as the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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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of digital urban communication.  This further expand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tives， processes， 
and direction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majo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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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中， 城市一直是文明的

聚集地。随着历史的演变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城市的形态和结构也经历着持续的变革。  “城市是

权力与集体文化的最高聚集点， 是生命分散的光芒

聚焦并获得社会效果与意义的地方。”［1］ 城市是生

命体、 有机体， 城市的兴旺与人群共生密不可分。

作为城市的基本组成单位， 人是促进城市发展和建

设的关键主体。数字技术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动力基础， 对城市发展有着放大、 叠加、 倍增的作

用， 尤其是对城市的民生改善、 赋能公共空间再造

与数字产业发展。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提升城市能

级和竞争力的举措， 是落实数字中国重大战略的重

要抓手。由此形成的数字城市， 是一个连接到网络

的城市， 其配备了可以实现物联网的信息和通信管

理技术平台。城市数字化转型， 是从“数字城市”向

“智慧城市”的转变， 是由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

的城市发展模式与实体形态的结构性转变［2］。

“数字化城市传播”是指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城市

之间、 城市与居民之间、 城市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

交流、 互动和传播。这一概念立足于全球化、 城市化、 
新技术革新的大背景下， 从传播学的视角讨论了当前

新媒介技术与城市化转型升级之间的学理关系， 思考

数字技术是如何转变城市发展结构？数字化城市传

播的技术支撑体系是什么？数字技术又是如何嵌入

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找

准数字化城市传播的理论入口及其传播框架， 继而拓

展数字化城市传播在解释各大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动

因、 过程以及方向等问题的理解。

1　数字化技术嵌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体验

数字技术的驱动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方面， 
数字化技术助推城市行动者在社会沟通领域的智能

化升级， 城市主体社会互动的数字平台技术与信息大

数据是城市社会关系和城市生活的基础， 数字技术的

提升有助于信息传递效率， 减少社会互动的层级成本， 
让城市互动与社会生活更加智能。通过数字技术的

赋能， 城市社区行动者的行动能力不断增强， 城市管

理与大数据算法提升了办事效率和管理效果， 城市治

理进入了数字化、 智能化沟通的新阶段；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转型还可以与城市的其他发展目标有机融

合， 例如包括创新城市、 人文城市、 知识城市、 生态

城市、 低碳城市、 韧性城市等。城市需求越来越多元

化， 城市居民越来越期待高品质、 个性化的城市服务， 
同时期望更加积极地参加以公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

过程。数字化技术为洞察和回应这种社会需求提供

了基础的技术支持， 为城市多样化发展开辟了以公民

为中心的治理转型之路［3］。

1. 1　数字城市的“大数据+网格化”治理技术嵌入

数字化治理作为技术治理的一种新模式， 效率导

向是当前各大城市向超大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发展

的重要目标和任务。目前， 各大城市纷纷提出在政府

数字化、 产业数字化等多个领域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举

措。上海成为中国首个提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

型”的城市， 这是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数字化发

展确定为“十四五”期间一项重大举措的响应［4］。

1. 1. 1　超大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

超大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是当前城市发展的重

要目标。随着城市人口和社区规模的不断增长， 数字

化治理成为解决城市管理效率、 资源优化分配、 居民

生活品质提升的必然选择。另外， 数字化治理采用智

能监控、 人脸识别等技术， 可以实现对社区安全状况

的实时监测， 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提升社区安全水平。

数字化治理可以加强社区与公安、 消防等应急机构的

联动， 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保障居民的人身和

财产安全。通过社区数字化治理平台的应用， 可以打

破各类跨部门、 跨层级的条块信息区隔和数字信息孤

岛。因此， 构建大数据、 物联网、 人工智能、 区块链

等数字化技术与社区治理体系深度融合的数字化治

理机制能极大提升治理效率。

那些因为表达或参与能力受限而被排除在基

本公共服务网络之外的“特殊群体”， 也可以借助数

字化技术接入城市数字资源， 从而促进超大城市社

区治理的公平和普惠， 确保社区治理更为全面和包

容。因此， 当前数字技术已嵌入到大众的日常生

活， 使得媒介成为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的基座， 人
借由媒介通达外部世界的方式得以拓展， 由此改变

了社会形态以及作为主体的人本身［5］。这样一来， 
技术性治理的工具理性逻辑优化了社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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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治理的公平和公正。

1. 1. 2　网格化城市治理模式

网格化城市治理是一种以网格化小区域为单位， 
在每个网格内建立跨部门协同的治理机制。一方面， 
网格化城市治理将城市空间和城市管理范围划分为

清晰的网络单位， 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将复杂的社会

治理事务和社会事实以数据化、 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城

市管理的各项情况， 这一模式有效地提高了城市管理

的精细化、 高效性和智能化水平， 提升了城市基层社

会治理的清晰度［6］。另一方面， 网格化城市治理打通

了各部门协作所需要的资源配置、 制度供给和信息共

享障碍， 实现了高效的跨部门协同合作治理模式。数

字化技术为网格化城市治理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撑， 能
够帮助城市管理者迅速和高效地完成信息的实时监

测、 分析和反馈， 做到快速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 
为城市治理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网格化城市治理模式注重将社会居民组织纳

入到网格治理的决策过程， 使得普通城市居民能够

更直接地参与到自己所在区域的治理之中。这不

仅提高了治理的民主性， 还增强了社区居民对治理

结果的认同感， 促进了城市治理的社会稳定［7］。因

此， 在全面数字化的城市生活空间中， 基层治理的

数字化转型快速地嵌入到了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

领域， 已成为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

1. 2　数字城市的场景化技术嵌入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 
数字新基建成为当前国家新发展的战略方向。一

方面， 5G、 物联网、 云计算、 虚拟现实技术等支撑

数字城市建设的技术更加成熟； 另一方面， 移动互

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传统基础设施融

合， 形成推动数字化网络智能基础设施体系。城市

在这些数字新基建推动下， 逐渐形成以数据为核心

要素的“数字孪生”城市。

1. 2. 1　全面感知的可视化场景呈现

城市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超大系统， 需要布置覆盖

城市系统各个角落的复杂传感器， 建立全域时段的物

联感知系统。通过大规模的 AI计算， 对城市的运行

状况进行多维度和多层次的准确感知和控制， 全面收

集城市空间数据， 包括数值、 文本、 图像、 视频等各

种指标。通过这些数据， 实现对城市环境、 设备、 人
群、 车辆、 事件等动态信息的全方位感知和连接， 从
而消除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连接的技术障碍和瓶颈。

数字空间通过传感器与城市基础设施融合， 如城

市网管、 交通轨道、 园林步道等公共设备， 将物理世

界与数据空间连接， 实现基础设施被感知， 支持车辆、 
人员、 资源、 位置等多种混合数据的实时监测， 同时

通过 AI系统智能管理， 满足多种场景的感知、 连接、 
计算、 控制等要求。新型数字城市场景的打开方式是

基于可视化的呈现技术， 通过图像的多层次实时渲染

呈现数字孪生的场景再造， 既能够将大场景的城市图

像进行可视化呈现， 又能够展示城市地理信息的多维

度特征， 实现城市全貌大场景到细节特征的多层次展

示， 如城市的实时交通、 天气、 景观等各类场景进行

多种终端的一体化展示， 满足不同城市管理与社会互

动的场景需求。因此， 不管技术如何， 都不能摆脱它

的社会和文化情境。技术在特定情境中发挥的作用

总是带有文化诠释性， 技术不是中性的， 它是文化和

政治的工具［8］。

1. 2. 2　虚实互动的协同演进

虚实互动是指在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之间进

行操作和双向互动的过程。通过整合物联网、 图
形/图像、 AR/VR、 人机交互等技术， 实现城市层

面的虚拟和实际空间的融合、 控制以及反馈功能。

在虚实互动的过程中， 首先通过实时采集和接入物

理世界的数据， 并将其映射到数字世界， 以实现对

物理世界的仿真和模拟。随后， 在数字空间中进行

大量数据的计算、 预测和演练， 提出科学决策建

议。这些决策建议可以指导或直接影响物理世界， 
执行完毕后， 相应的执行结果再映射到数字世界， 
并及时更新信息， 从而实现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之

间的双向封闭循环互动。

虚实互动的协同演进是城市数字孪生具有高

阶智慧能力的体现。城市数字孪生过程中， 物理城

市与数字城市在城市运行、 数据、 技术、 机制等方

面存在长期协同关系， 两者相互反馈、 相互影响。

协同演进是以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为主体， 数字空

间进行推演， 并反馈进化结果， 使物理空间和社会

空间协同推进的过程。协同演进不仅是“协同”的， 
更是“演进”的， 是“物理城市与数字城市在各种因

素相互作用下的耦合关系”［9］， 这种关系最终推动

物理城市与数字城市共同发展进步。未来， 随着数

字孪生城市建设进入实施期， 将通过孪生流域、 孪
生交通等突破性场景， 带动更多数实交互、 决策推

演等高价值数字孪生场景落地［10］。

1. 3　数字城市的人机交互技术嵌入

数字城市的人机交互技术嵌入是指在城市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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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发展中， 将先进的人机交互技术整合到城市系

统中， 以提高城市治理、 服务和居民生活的效率和

便利性。这种嵌入不仅改变了人们与城市之间的

互动方式， 也推动了城市向更智慧、 更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当我们携带移动通信终端游走在城市空

间时， 传播主体是“一个具有普遍性、 微型化以及

移动性的拓展的、 网络化的人机复合体”［11］。

1. 3. 1　人机交互技术的智能服务

数字城市的人机交互技术嵌入涵盖了多种先

进技术。人机交互的要素和设计是以人为中心， 在
无意识的过程中实现对人的自然化影响。用户作

为人机交互的首要因素， 其动机、 满足感、 认知的

过程和能力等特征直接影响了人机交互的接入方

式， 例如语言的使用、 输入设备、 对话结构、 UI 界
面、 导航设计等， 都是人机互交设计的重要环节。

Preece 和 Shneiderman 提出了受众-管理者框架， 即
人机交互的结果是不断激励受众通过社会技术媒

介参与社会管理之中， 也就是当用户开始接触社会

媒体时， 他们成为了受众， 随着参与度的加深， 这
些受众会逐渐成为贡献者、 合作者， 甚至是社会管

理者［12］。展开来说， 技术媒介参与社会管理的人机

交互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个体行为与社交

网络的交互。移动互联网让所有的社会行为无时、 
无处地处于网络连线的状态； 二是个体对数字信息

接收和分析的交互。不同个体对数字信息的接收

能力差异决定了其在数字社会中的生存能力； 三是

个体对数字社会信息反馈和优化决策的交互。这

一环节直接体现出个体的自身社交网络体系的复

杂程度以及其对社会信息的反馈和处理能力。因

此， 伴随技术媒介社会参与程度的不断深化， 数字

信息与社会在复杂的人机交互过程中不断地相互

影响和渗透， 最终形成了人机共生的系统。

1. 3. 2　人机交互的数字城市治理

当前， 数字化城市治理水平已成为评估一座城

市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借助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各类先进技术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将
生活数字化、 经济数字化、 治理数字化作为城市全

面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路径， 全方位构建了以数据、 
人机交互为驱动力的数字城市整体框架。当前， 像
伦敦、 上海、 杭州等大城市已经基本形成基于人机

交互的数字社会治理模式。例如， 在上海的城市运

行系统中， 主要有三大类数据： 一是与水电煤气等

民生保障类的相关监测数据； 二是与出入口、 市内

交通、 景区密集等被实时动态的监测数据； 三是与

各类突发性事件、 热线情况的安全监测数据。通过

监测一个个实时动态的跟踪数据， 形成了上海这座

巨型城市高效的数字社会治理模式。

2　数字化媒介重塑人与城市的“可沟通”

关系

在数字时代， 城市中的个体都能通过手机屏幕

来搜索他们的目的地并寻求推荐的去处。我们可

能会在旅途中或旅程完成后， 分享自己和城市生活

的文字或图像， 分享时不会有意识地反思这些活

动， 每个人都习惯性地通过数字技术将自己重新融

入城市环境之中。

2. 1　数字化城市传播的时空转换与并置

在数字时代， 来自物理空间的地域壁垒被互联网

击破， 数字生活的便利与高效让城市生活更加丰富和

智能。数字媒体激活了个体在线上线下进行人机交

互的数字空间与社会空间， 用户在数字媒体平台中通

过点击参与互动、 评论、 转发等行动将个体需求嵌入

到整体的城市节奏与文化氛围之中， 形成个性鲜明和

活力十足的数字城市空间和城市文化。

2. 1. 1　独特的地方感再造

随着城市的发展需求， 城市管理者采用政治和经

济的强制手段来实施城市区域的划分， 使得这些空间

分隔与社会等级秩序、 权力关系相一致， 从而影响和

控制人们的沟通交往方式。19世纪 50年代， “奥斯曼

化”的巴黎街道尽管宽敞整齐， 却在无意中增加了排

他性， 这种新的社交方式使得人们在公共空间的体验

受到极大阻碍［13］。在麦奎尔看来， “日趋流动、 即时

并渗入城市空间的媒体集合， 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特的

社会体验模式的构成框架”，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

终端的普及加剧了人们将面对面的社会互动迁移至

网络。尽管虚拟空间在传播中的重要性增加了， 但人

类还是需要在现实的实体空间活动［14］。

数字媒体串起了数字基础设施、 导航技术和社交

媒体的日常互动， 纽约大学的 Germaine R.  Halegoua
利用来自全球和中型城市的五个案例研究来说明“重

新安置”的概念， 展示了不同人群如何使用城市宽带

网络、 社交和定位媒体平台、 数字导航、 智慧城市和

创意场所营造计划， 旨在将城市空间变成具有深刻意

义和情感依恋的场所。通过对日常城市生活的叙述， 
Halegoua 认为人们使用数字媒体在快速变化的城市

环境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感， 而地方感对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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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与数字媒体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15］。也就是说， 
数字技术重塑了人的身体、 数字媒体和城市景观之间

关系， 城市、 数字地图被视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 而
这一系统的前提则是通过“智能”用户实践来探索和

总结出来的。因此， 在数字媒体装置普遍运用的当下， 
如莫斯科全息影像金字塔、 青岛五四广场灯光展、 上
海外滩的灯光秀等， 每一场有组织的数字媒体展演都

是为了特定的活动目的而策划。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到公共空间中的机会， 促进了具

身的人际交往。

2. 1. 2　媒介导航的数字化时空转换

赛博空间中的人类如何借助媒介成为数字漫

游者？数字媒介不断以巧妙的方式发展为语言、 文
字、 图像、 影像、 计算机、 移动终端时， 人使用媒介

的实践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解决这两个问题关键

在于如何发现媒介技术与时空的关系。也就是说， 
在数字化的城市生活中， 人类的新型时空类型如何

将功能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集中到以技术系统为

基础的数字社会框架中， 这个系统以数据的形式综

合了人、 物、 环境［5］。也就是说， 数字城市的一切

皆可在媒介导航中找到具身的时空位置， 以及人作

为主体借助媒介来通达数字城市的外部网络。

计算机在普遍应用的初期， 人类借助鼠标便可以

通过定位选择的方式来处理信息。到了移动互联网

时代， 手机可作为超级“智能桨”的导航方式聚合了虚

拟与实体空间的复合网络。这种新型空间导航的媒

介实践， 已不仅限于点击鼠标的超文本导航了， 它将

手机用户线上信息环境的组织和线下肉身主体的行

动串联起来， 形成了即时即地的反馈系统， 维纳控制

论所梦想的人、 环境、 机器之间的反馈回路设计终于

在数字时代渐渐地成为现实。也就是说， 在数字化的

城市空间交往中， 人、 环境、 社会系统等一切都被数

据化了， 有机体与无机体之间的隔膜， 或者说人与机

器之间的屏障消失了。因此， 手机作为媒介在数字化

城市生活中的导航， 渗透在所有主体的工作、 学习、 
娱乐、 消费、 社交等所有领域。简单来说， 生活在城

市中的人们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打开手机上网、 收集并

组织信息、 导向线下行动、 生成线下实时数据、 上线

入网， 如此循环往复［5］。

2. 2　数字化城市传播的“仿真”世界

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由符号所

构成的“仿真”社会是建立在由大众媒体所建构的

社会现实基础之上， 这一超大规模的“仿真”“拟像”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逐渐取代了原初之物， 
系统性地被替换成了类型化、 拟像化的虚拟之物存

在。数字城市的本质可视为一个复杂的信息处理

系统， 它通过不断的数据输入和输出来维持自身的

运行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人通过智能传感器将

自身信息化， 成为信息处理的客体， 从而连接了贯

穿人、 物、 信息多层次的网络媒介系统。这一系统

中的人成物、 物连通于人就是媒介化的过程， 城市

通过“媒介化”创造了“虚拟城市”， 与实体城市共同

构成我们真实生活的城市系统。数字媒介为城市

虚拟空间提供了数据化、 标准化、 可复制的数字空

间。因此， 数字媒介作为最新进化的技术体系将

人、 机器、 城市连接到一起， 并越来越强烈地影响

着城市空间的发展方向。数字媒介所创造的虚拟

空间与实体空间交织互嵌， 都是媒介形态的变化， 
而且是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延伸， 都能提供转换事物

的新视野和新知觉。

可以说， 虚拟城市的存在基础是由符号所构成的

意义世界， 李普曼所提出的“拟态环境”早已不是真实

环境的相反面， 反而是真实环境的一部分， 其存在的

真实意义依然是设计的符号系统， 其必然是经由符号

化、 媒介化所造成的“拟像”和“仿像”来达到“拟真”的

感知效果。鲍德里亚称之为“超真”， 即符号城市与物

理空间城市共同构筑了有关城市的多个维度。

3　“可沟通性”交往作为数字城市传播的理

论进路

随着城市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化， 数字城市之

间对于数字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

诞生的新数字城市自然需要体现出数字城市独特

的标志性， 才能够在数字化城市传播的竞争中取得

优势。因此， 基于这一问题的探讨， 将城市数字化

转型放到何种理论框架下进行思考和设计， 便成为

数字化城市传播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3. 1　重塑城市交往关系的“可沟通性”机制

“可沟通城市”（Communicative City）概念源自美

国学者哈姆林克（Hamelink）所提出“城市作为空间性

媒介， 其核心是保证城市个体之间进行充分自主、 安
全和自由地相互倾听和相互学习”［16］。这一概念突出

了“可沟通性”传播/交往（communication）在城市中的

价值。城市传播作为一个经验场域， 城市、 数字技术、 
媒介、 传播四个关键词描绘了城市传播的数字化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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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络传播规律， 这其中媒介与媒介化是城市传播的

核心［13］。媒介与信息互为孪生体， 城市信息的流动与

传播， 其关键在于媒介。展来开说， 信息之于媒介相

当于是支配了另一种信息的媒介表现， 同时由数字化

大众媒介所中介的信息， 已经拓展到了城市的任何一

个角落。不同媒介有着不同的信息流动方式与过程， 
选择何种媒介完全取决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稳

定的习惯和随机的社会互动实践状态［17］。因此， 在城

市空间中， 数字媒介作为传感器与媒介符号， 广泛分

布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 街道、 地铁、 商场、 电梯

等人流量大、 信息交换频率高、 商业密集的地方， 数
字媒介悄无声息地将信息传递给人们。这种数字城

市公共信息的空间生产与信息传播重构了公共信息

空间的格局， 其传播规模与效果并不亚于传统主流媒

体的大众传播， 甚至还对主流信息形成了补充。在数

字技术与网络全面嵌入到城市的各类物理、 社会、 数
字空间的当下， 数字城市就是一个最典型、 最活跃的

媒介。数字城市作为媒介信息的交流系统， 呈现出混

合一体的数字城市网络形态， 达至媒介数字化与数字

媒介化的极致状态。当然，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并

非在于技术层面的“数字鸿沟”， 而是深刻的“社会鸿

沟”， 是要实现社会制度结构的转变［18］。因此， 理解

城市数字化转型需关注在“城市”这一空间中的各种

要素， 并实现要素间的互通连接。

“可沟通城市”作为城市传播的核心概念， 将城

市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间［19］， 从人的体验与关系入

手， 连接城市中的多种要素和过程。就此而言， 传
播串连了城市， 城市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传

播［20］。那么， “可沟通城市”将沟通/传播视为人类

的生存方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 各类主体通过信息

传递、 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 
实现城市的多元融合、 时空平衡、 虚实互嵌和内外

贯通， 即在人性充分实现维度上的多重“可沟通

性”［21］。基于此， 笔者认为， 数字化城市传播的理

论进路涉及到城市传播在数字化时代的演变和发

展，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可沟通性”体现在城市各要素间广泛、 深
度的连接， 就像人体的复杂系统实现了大到动脉、 
小到毛细血管式的系统连通。数字技术对社会的

全面影响深刻重构了数字化城市交往的模式， 这一

变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尤为显著， 特别是人与人之

间的连接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数字技术拓展了社会

连接的边界。同时， 数字信息的传递效率也得到极

大提升， 促进了社会连接的信息共享， 带来了社会

连接对数字技术的依赖。这种社会连接不仅体现

在人与人之间， 更体现在人和城市的自然空间、 景
观、 地点、 道路、 历史、 文化记忆之间［22］。

二是“可沟通性”意味着极具活力和自由的信

息流动。数字城市通过海量数据来感知、 管理和调

控物理现实环境的同时， 也在构建一个与物理世界

和人类社会同步的虚拟镜像世界。互联网基础设

施、 数字化工具、 平台和物联网技术使得人、 事、 
物可以主动或被动地生产、 获取和共享信息， 并彼

此关联和影响。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
tells）所说， 要推动信息网络的建构， 在“社会行动

者所占有的物理上分离的位置之间”建立连接［23］。

流动的空间成为社会关系的载体， 既是人类社会活

动的结果， 又是展开新的社会活动的“中介”。因

此， 数字化“可沟通性”交往促进了城市社会结构和

个体行为的变化， 这对城市中信息传播的网络结构

和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导航。

三是“可沟通性”与“数字共通”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 即城市中各类多样要素间的差异、 矛盾、 冲突等

如何通过数字交往实现动态的平衡。 “数字共通”强

调城市是一个由流动、 活跃、 异质的行动者网络构成

的动态联通体， 这一当下在场的状态亟须通过“可沟

通性”数字交往而实现一种开放的、 复数的对话与情

感共鸣的世界［24］。因此， 作为数字城市管理者， 利用

“可沟通性”智能治理技术， 从大规模数据中提取知识

和洞见， 创新城市大数据智能计算的理论和技术， 对
城市中信息传播的趋势和模式进行分析， 为城市规划

和决策提供科学支持。在当前以大数据为特征的信

息社会时代， 如何将海量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呈现和表

达， 实现复杂事件的临场分析、 决策， 提升城市信息

化和智能化水平已迫在眉睫。城市数字化转型推动

了城市管理的智能化， 通过大数据、 物联网和云计算

等技术， 实现对城市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和预测， 提
高城市治理的效率。

3. 2　数字城市媒介实践的“具身”转向

如果说， “可沟通性”是数字城市中各要素实现

连接的机制， 那么人作为数字城市主体的传播行动

者， 则是让身体成为实体与虚拟空间沟通交互的界

面， 以“具身”方式联结数字城市中的各要素， 实现

身体与数字城市空间的感性连接。

具身理论主要源自西方现象学， 在梅洛·庞蒂看

来， 身体作为感知世界的主体， 与知觉、 世界形成一

个统一体。人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动， 以“体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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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知觉世界。由于受到西方理性主体意识哲学的

影响， 主流传播学是建立在以离身观为基础的大众传

播学范式之上， 对身体的讨论较少。但在技术加持之

下， 作为媒介的身体与社会、 政治以及文化之间的关

系开始被关注。因此， 在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中， 身体

必将成为感受城市变化、 连接城市生活的媒介。

人与城市的互动并不再局限于肉眼可见的基础

设施， 而是扩展通过具身化的经验感知信息并进行信

息交互。一方面， 在数字城市的建设中， 人们通过自

身的身体感知和与城市环境的互动来理解和传播信

息， 如身体能够通过智能设备感受交通状况、 天气变

化等， 这些技术融入日常生活。另一方面， 城市中充

斥的数字技术成为一种重要的感知铭刻形式， 空间中

的身体是“感知铭刻的身体”（sensory-inscribed body）， 
具身成为一种空间化的实践， 身体、 媒介、 空间融合

成为一个整体［25］。在这样的转变中， 人们通过数字技

术来理解和体验城市， 而这些数字技术也在不断地塑

造和改变我们的城市生活。例如信息查询、 虚拟交互、 
全景漫游等应用， 提供了更灵活的“描绘城市地图”的

方式， 将城市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以一种超链接的感

知方式并置到一起［26］， 城市数据通过“城市仪表盘”的

形式向人们传达。

在数字城市中， 公共空间可以通过数字媒体得

以扩展和重塑。地标、 建筑、 基础设施等作为数字

城市的实体表现， 其表皮可以像媒体一样展示信

息， 从而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搭建起供人们交流的平

台［27］。当然， 这种公共空间并非仅是实体地理空

间， 它也是一种虚拟的存在， 满足个人的情感联

结。具体来看， 建筑物的媒体化表皮和大屏显示器

创建了互动式的公共空间， 不仅提供了休闲娱乐的

功能， 也成为人们获取信息、 与他人互动的平台。

此外， 这些基础设施的存在重塑了技术、 媒介、 人
与世界的关系， 技术不再是孤立于人体之外的工

具， 而是内化为人体功能的一部分。在数字城市中

将对这些实体存在习以为常， 或忽略它们的存在， 
即伊德在解释技术具身时所形容的“背景关系”。

由此可见， “可沟通城市”的实体空间与虚拟空

间相互嵌入， 城市生活构成了实体、 虚拟两种空间

的纽带［28］。通过身体的感知和行动， 数字传播行动

者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建立联系， 让人们能

够保持与城市的接触和感知， 实现身心与城市的

“数字共通”。这使得“身体体验”成为人与城市邂

逅的方式， 就如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形容的“都市漫游者”， 旨在用身体的全部感官去体

会人之于城市的感觉。进一步来说， 人的身体突破

了物理世界的限制， 游走在实体空间的道路中， 但
却在背后的数字网络中漫游。这时， 我们需要关注

到作为数字城市核心的“智能机器系统”。智能机

器不仅是融通城市空间、 打通城市系统、 计算城市

数据、 决策城市治理的东西， 而且是独立于人类个

体之外能够与人互动的数字对话者［29］。可见， 智能

机器作为独立主体的他者， 形成了人—技术—世界

的关系链， 具身参与到数字城市之中， 与人类享有

平等的本体论地位。

数字化治理在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优化资源分

配的同时， 个人数据的捕获与使用引发了更广泛的

担 忧 。 数 字 城 市 的 数 据 获 取 优 先 考 虑“ 榨 取 ”

（extractive）逻辑， 主要通过个人和社区的数据收

集， 以官方治理的方式提供强制性获取信息的方式

来推动治理水平的提高［30］。这就容易导致市民的

个人数据会通过所谓的“官方提供保护”形式处于

一种被收集、 被储存、 被传输、 被控制、 被访问、 被
处理的状态， 私人的身体活动轨迹也将被形塑为具

有公共属性的数字资源［31］。这实际暗含了身体在

数字城市中的生存方式， 即现实空间中的身体活动

轨迹被转化为具有被治理属性的数据， 并在无限的

数字空间中形成具有“大众标签”的“元档案”［11］。

4　结　语

城市传播作为传播研究的一种范式创新， 重建了

传播与人的关系［19］。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中的城市、 
人、 物的关系也在数字技术的嵌入下发生重构。城市

作为数字媒介的交互界面， 将人的身体、 客体和城市

环境相互融合， 产生了新的数字城市时间和空间结构。

只要有人通过手机游走在城市空间中， 这个人就是一

个具有普遍性、 微型化及移动性的拓展的、 网络化的

人机复合体， 他的身体同时也被嵌入了一个庞大的、 
网状交织的数字网络［13］。也就是说， 作为传播主体的

人既连接到了城市超大系统的网络之中， 也可以与其

他可能接触的客体相互交流， 从而产生一个传递、 执
行、 感应和控制的全球系统。因此， 我们既要认清数

字技术在社会生活与治理中的作用逻辑， 又要运用数

字化城市传播的理论， 全面把握城市信息传播的新特

征和新趋势。

总之， 数字化城市传播的总体框架是以城市居

民为根本， 以通达人机交互的媒介感知为考量， 以
大数据智能化生存为核心， 将数字化城市生活、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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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互动、 城市传播的总体框架置于制度、 技术和场

景三大核心机制之中。理解数字化城市传播的技

术逻辑与理论进路需要综合考虑技术、 社会等多个

方面的因素， 始终将城市居民作为数字化城市传播

的主体， 要让城市居民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更有获

得感、 幸福感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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